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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移动是城际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主要载体，是建构区域网络组织的主要形式。

本研究关注人口移动的重要组分——短时间尺度48小时内城际日常移动（daily intercity mobil-

ity），基于微博签到大数据，通过分析长三角人口日常移动的城际格局发现，人口流动具有向多

核心极化的分布特征，受到省级行政边界阻碍，并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通过重力模型进行反

向验证，对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统计检验发现，移动的时间等成本和产业结构、文化、教育等城市

特征补充塑造了由物理距离决定的城际移动模式，且相比于移动成本，城市特征对人口移动有

着更大的影响。本文拓展了重力模型检验网络影响机制的方法实践，解析了城际日常移动机

理，并从人口日常移动角度为理解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与优化策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人口移动；城市网络；格局；机制；重力模型；长江三角洲

DOI: 10.11821/dlyj020190422

1 引言

人口移动是研究城际相互作用和联系的重要途径，且是刻画区域空间结构的主要形
式。通过人口移动和其附带的资本、知识、信息等各类要素的城际流动，单个城市通过
密集的城际联系形成网络化的区域组织模式，并进一步推动城际互联互通，逐步形成一
体化的城市区域[1]。因此，对城际人口移动格局和机理的分析，有助于刻画其所承载的城
际商务合作、知识流动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城际连接态势，认清促进或阻碍城际要素
流动的因素与机制，对于凝练推动区域城际联系、促进要素资源合理配置的政策建议具
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探讨长三角的城际
日常流动，能够对认清长三角一体化程度的现状、推动长三角城际联系的便捷化和同城
化、加快一体化进程，提供重要的科学背景参考。

对人口移动的模式刻画与机理解析一直是人文地理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国外关于
人口移动的研究相对较早，提出了“推拉”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双重劳动力市场
理论、年龄-迁移率模型、四阶段模型等理论[2,3]。如Herberle提出“推拉”理论，认为人
口迁移是由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较高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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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拉力可促进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4]。此外，国外研究还集中关注了移动特征的群
体差异[5,6]以及影响因素，包括人口社会经济属性[6]、公共政策[7]、宗教信仰[8]、生态环境[9]

等。自老一辈地理学家关注人口分布格局及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以来（如“胡焕庸线”的
提出，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重要特征），国内学者对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移
动的格局[10,11]、演化[1,12]、机理与模拟[13,14]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关于国内人口移动的主
要模式和特征，已有研究发现全国范围内人口主要由中西部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省内流
动比例较大、跨省流动较为集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城市是跨省人口流动的
主要中心[10]。而城市群内部（比如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流动空间分布不均衡[1]，具有明显
层次、形成多级中心与流动体系[15]。人口移动格局的影响因素方面，已有研究多单独或部
分探讨空间距离[16]、经济规模[17]、预期收益和收入差异[18]、产业结构[16]、文化教育[19]、人
口密度[20]等的影响。如赵梓渝基于2015年春运期间百度地图迁徙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经
济发展类指标对人口流动产生深刻影响[21]；而王桂新则认为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模式主要
受地理环境的区域结构、宜居条件及经济发展差异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迁入地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迁出地人口规模是迁移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22]。

人口移动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时间尺度选取的敏感性。采用不同时间间隔来界
定人口移动映射了不同的出行动因，因而也会形成完全不一样的移动网络格局。比如，
人口迁移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流动或者空间流动，通常会涉及到永久性居住地
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变化[2]，反映的是城乡流动人口的迁移；对于氏族跨区域的历史迁徙
的研究，反映的是历史移民的移动[23]；因居民工作地与居住地的分离而产生的离开居住
地前往工作地的日常出行，反映的则是日常通勤的移动 [24]；对于两日内城际出行的研
究，则主要反映日常商务或旅行的移动[25]。已有研究对这种具体移动类型的分类粗糙，
多是长期或者短期出行行为的区分；对日常出行、商务出行、节假日出行等特定出行模
式的研究相对薄弱。而日常出行等特定类型的出行行为恰恰是分析城际合作紧密度、城
市引力范围、旅游市场腹地等实际问题的关键所在。另外，关于日常移动的已有研究多
关注城市内部，对城际日常移动的关注相对较少。同时，已有城际研究多聚焦于分析春
运、国庆等节假日期间休闲旅游和返乡探亲的人口流动[21,26]，而非节假日期间日常移动的
相关研究较为缺乏。而这种城际日常移动映射的城际商务联系、资本流动或休闲旅游的
多维复合叠加，对于探究城际联系和区域空间组织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个体移动数据的缺乏是过去城际移动研究受限的主要原因。已有研究多基于人口普
查等聚合数据进行整体迁移格局的刻画，及探讨背后反映的人文经济地理事项[27]。由于
个体层面移动数据的获取难度，关于城际日常移动的部分研究多是基于问卷调查的方式
进行少样本的分析[28]。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研究及不断丰富的数据获取手段使刻画大样
本的城际移动模式成为可能。如基于百度大数据的春运流动人口研究[29]、基于手机信令
数据的大都市区范围划定[30]等都为这种研究提供了范例。

综合以上实践和理论背景，本研究基于微博签到大数据的获取和处理，试图描绘长
三角日常城际出行格局，并深入探究这种移动格局的形成机理。具体来说，研究基于
2014年长三角微博用户的签到足迹信息，建立城际日常出行网络，从节点、联系和整体
网络格局三个方面研究城际出行网络的格局；并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对城际移动的形成
机理进行解释，将经济、交通、文化等多种潜在影响因素转化为城市间“距离”，通过反
向的重力模型检验，对长三角城际人口移动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本文最后基于
实证研究的发现，为促进长三角地区人口流动及一体化进程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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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长三角地区区域发展的主要建设方向。从1982年提出以上海为中

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到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发布，长三角各市城际联系日
益紧密，人口移动愈发频繁。特别是2018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通过，使长三角地区的要素流动与互联互通迈入新的阶
段。本文研究区域为规划纲要中限定的长江三角洲地域范围，包括上海市和江苏、浙江、
安徽三省，地域面积35.8万 km2（图1）。

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
区域内人力资源丰富，2017年（下同）人
口2.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6以上；经济
基础雄厚，经济总量19.53万亿元，占全国
经济总量的近1/4，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 [31]；人口日常移动频繁，形成上海、
杭州、南京、合肥、徐州共 5 大都市圈，
高铁等交通网络发达，一日交流圈覆盖面
积较大[32]。长三角地区工业化水平位于全
国前列，工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37.28%，产业结构完备；教育水平较高，6
岁及 6 岁以上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较全国
平均水平高出 2.72%；方言种类繁多，有
官话、闽语、吴语、徽语、赣语共 5 类方
言大区[33]。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主要数据为 2014年微博签
到数据。微博是国内除腾讯QQ、微信之外
应用最多的社交网络平台，其提供的基于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的签到行为可
反映用户发布消息的位置和时间的信息，而在不同城市中使用多个标记信息的用户则具
有反映其城市间移动性的潜力[34]。假设一个用户连续两天在两个城市发布了签到记录，
则认为其发生了一次移动。例如，一个微博用户在4月1日、2日、3日内分别在B、D、
C三个城市签到，则认为其发生了由B到D、由D到C两次移动（图2）。基于API接口，
收集了2014年1月至11月期间微博用户在长三角地区提交的所有地理标记记录，并反演
出48小时内城际日常移动轨迹78万条。城际移动强度根据在每两个城市间发生移动的用
户总量加和得到，例如，该时间段内上海与合肥间的符合48小时内移动假设的人口移动

总量为65.56万人次，即两城市间日常人口移动数值为65.56万人①。
此外，本文还使用了2018年铁路订票数据，2014年《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中

国各县方言归属数据。铁路订票数据为于2018年11月爬取携程旅行网得到的长三角地区

① 鉴于数据陈旧可能带来的分析结果有偏的问题，根据可获取的新浪微博用户发展报告，对比2014和2018年

微博用户群体的年龄、性别等特征。研究发现，年龄组成上，2014年与2018年，用户均以20岁至35岁青年群体为

主，占比分别约为72%、75%；性别组成上，男性占比分别约为61%、57%。因此，可以看出，2014—2018年，微

博用户组成特征较相近，城际人口移动的基本组分未发生明显改变。

图1 长江三角洲区域范围
Fig. 1 Regional scop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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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间的铁路车次及其票价、时长等信息数据；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
出版社；方言归属数据参考中山大学徐现祥团队依据《汉语方言大词典》整理所得的

“1986年中国各县方言归属数据”[33]。
2.3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Clauset等人提出的基于模块度优化的贪婪算法，对长三角人口移动网络的
社区结构进行探测和分析[35]。此外，为了模拟城际连接、对多种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本文
使用重力模型，将城市的人口规模视为质量，将城市间的空间、属性等差异转换为距
离，反演长三角地区人口移动，并以此系统刻画和分析移动收益或成本等影响因素。

Zipf在借鉴物理学中牛顿重力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迁移的重力模型[36]。根据
人口迁移理论，人口规模决定了移动的需求规模，城市间距离决定了移动的成本。该模
型表明人口迁移量与两地人口的乘积成正比，与两地的距离成反比。人口流动模型的一
般形式为：

Fij = g × Pi × Pj × D2
ij （1）

图2 微博签到数据映射城际日常移动的示例
Fig. 2 Example of inter-city trips based on Weibo users′ geo-tagged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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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ij是人口从 i地到 j地的迁移量；Pi、Pj分别是从 i、j两地的人口规模；Dij为 i、j两
地的距离；g是模型系数。

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根据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城市“距离”多种指标，
并取对数，将基本重力模型调整为：

ln Fij = C0 + C1 ln Popi + C2 ln Popj +∑Cn ln Dij + εij （2）

式中：Fij为城市间人口移动规模；Popi、Popj分别为城市 i、城市 j常住人口规模；Dij为城
市间距离；C0为常数；C1、C2、Cn等均为系数；εij为误差项。

3 城际日常移动影响因素的选取与研究假设

基于包括推拉理论在内的关于人口移动的国内外理论与研究结果分析，根据城际人
口移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将各因素划分为促进移动和抑制移动两类，总结得到两个假
设并进行检验与分析。人口移动影响因素的概念框架见图3。

3.1 抑制日常移动的因素
出行成本是影响城际移动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时间可达性和经济可达性

两个方面。从时间成本看，迁移所消耗的时间对城际人口迁移发生概率的提高起阻碍作
用。高铁的快速发展使得沿线城市间交通便利、时间距离拉近，形成“同城效应”，而非
沿线城市间的可达性与社会经济交流则未得到强化[32]，城市间距离相对拉大。从经济成
本看，票价即交通工具的出行成本决定了乘客的交通方式、机动能力与可达性水平，如
高票价会带来出行成本增加，尤其会阻碍中低收入乘客的交通工具选择与出行[37]。

边界的存在像一堵“无形的高墙”，阻碍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城际社会经济文化交
流[38]。与省内流动相比，不同省级行政区间的制度壁垒会增加迁移成本，阻碍人的自由移
动[39]。如靳诚和陆玉麒研究发现，行政区边界阻碍了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趋势[40]。
各省模糊的经济边界与清晰的行政边界形成对立，成为制约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主要
障碍[41]，抑制了人口的跨界移动。

文化差异会对人口的城际移动产生影响。语言的相似性、同乡关系可促进生活就业
信息的传递，提升在方言区内的工作搜寻效率和收入[42]；强化个体在区内劳动力市场上
的身份认同，扩展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43]，促进区内人口流动。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

图3 人口移动影响因素的概念框架
Fig. 3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actors affecting population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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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跨方言区移动可因技能互补、思想交流而获取更高的收入回报[44]，跨城市学习、
商务合作的移动动机增强。长三角地区有7个方言区、18个方言片，语言结构复杂，可
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和生活造成不便、阻碍人口流动。

假设一：时间、行政边界、文化等成本因素会抑制日常人口移动。
3.2 促进日常移动的因素

城市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可对人口移动产生促进作用。长三角各城市产业结构差异较
大，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高、服务范围广，更易吸引商务人士参
观学习、寻求合作。此外，产业结构转型使得各地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改变，新兴的知
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需其他地区的高素质人才跨区域流动。
如姚华松和许学强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制造业比例下降、信息和生产性服
务业上升，产业结构的差异使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互补，人口通过城际移动来实现就
业，经济结构转型影响了人口迁移流动方向和数量规模[45]。

城市等级会对人口的城市间移动产生影响。首先，长三角地区高等级城市的溢出效应
较强，同级小城市间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要素的差异性与互补性较弱，且政府间
出于官员晋升压力而在招商引资、土地出让等领域激烈竞争，影响了城市的空间关联[41]。
其次，直辖市、省会等城市往往聚集了各大公司的总部，因短期出差、业务往来而与周
边小城市产生人口移动。另外，高等级城市承担的职能较多，因而游客等群体前往高等
级城市获取小城市缺少的商品和服务。

对于流动人口来说，跨省迁移的机会成本与风险较高，需更高的收入来弥补迁移的
成本[27]。经济规模大的城市因规模经济、集聚经济效应，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劳动力的
工资水平较高，对务工人口产生吸引。同时，大城市物价水平和生活成本较高，部分劳
动者为降低生活成本、提高收入而选择在大城市工作、在周边小城市居住，并在两城市
间通勤，促进城际日常人口流动。

当两个城市居民受教育水平相差较大时，一方面，教育水平较低的城市亟需高素质
劳动力来推动经济发展、技术变革，城市可通过劳动力移动、商务合作来实现互补。如
段成荣的研究表明，以识字率为表征的教育水平差异对实际省际迁移的正向影响作用显
著[12]。另一方面，平均教育水平不发达的城市，其政府官员、企业职员、在读学生等可
前往其他城市，学习先进技术和知识，接受教育与培训，形成日常城际移动。

此外，如前所述，在文化差异大的城市间移动也会带来创新溢出，进而促使了人口
移动的发生。因此文化对日常人口移动的影响是双向的。

假设二：产业、行政等级、经济、教育、文化等收益因素会促进日常人口移动。
本文关注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的空间距离及属性差异，借助重力模型对以上假设进

行反向检验，将各影响因素转化为城市间“距离”后进行回归分析，如将边界效应转化
为制度距离、并用两城市是否跨越省级行政区这一指标来表征，文化差异转化为文化距
离、并用两城市是否跨越方言区指标来表征。采取重力模型的对数形式以检验假设，为
避免对零值取对数无意义的问题产生，对制度距离、等级距离、文化距离3类变量在原
数值上同时加1个单位，且不影响统计的鲁棒性[46]。模型的变量设置见表1，描述性统计
分析见表2。

4 长三角城际日常移动的格局模式

长三角地区人口流动呈现出以4个主中心、多个次中心为核心，核心与腹地之间联

系相对均衡的分布格局，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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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人口移动的等级结构
按照度中心性大小，可将长三角地区人口流动中心划分为 4个等级（表 3）。其中，

一级人口流动中心为上海、杭州、苏州、南京；二级中心发育较完善，共有嘉兴、无
锡、合肥、常州、宁波、镇江、金华7个城市，且其多与周边小城市联系紧密，形成了
自身的腹地范围。

长三角地区缺乏强势的人口流动中心，直辖市上海没有表现出突出的人口吸引能力
与首位优势。地区内规模前40的人口流动通道中（表4），上海市与三省的联系通道占比
较少，以邻近的浙江、江苏两省为主，与安徽联系较弱，且辐射范围在江苏中部、浙江

表1 变量设计与预期效应
Tab. 1 Variable design and expected effect

变量板块

因变量

自变量

人口流动

人口规模

物理距离

成本距离

属性距离

变量设置

人口流动

起点人口

终点人口

直线距离

时间距离

经济距离

制度距离

等级距离

规模距离

结构距离

教育距离

文化距离

变量设计

城市间的人口移动规模（万人）

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地球表面上城市间最短距离（km）

城市间所有铁路车次出行时间的平均
值（min）

城市间所有铁路车次出行票价的平均
值（元）

两城市是否跨越省级行政区（是=1，
否=0）

城市间行政等级差值的绝对值
（直辖市=3，省会=2，地级市=1）

城市间GDP差值的绝对值

城市间二产与三产之比差值的绝对值

城市间人均受教育年限差值的绝对值

两城市是否跨越方言区（是=1，否=0）

数据来源

2014年微博签到大数据

2014年《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014年《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Google Earth测距

2018年携程网铁路订票数据

2018年携程网铁路订票数据

~

~

2014年《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014年《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1986 年中国各县方言归属数
据[33]

预期效应

~

+

+

-
-

-

-

+

+

+

+

+、-

注：+、-、~ 分别表示变量的预期效应为正、负和内容缺失。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变量板块

因变量

自变量

人口流动

人口规模

物理距离

成本距离

属性距离

变量设置

人口流动

起点人口

终点人口

直线距离

时间距离

经济距离

制度距离

等级距离

规模距离

结构距离

教育距离

文化距离

样本数

1588

1640

1640

1640

1020

1020

1640

1640

1640

1640

1632

1640

均值

0.96

533.72

533.72

5.80

5.34

4.57

0.48

0.15

7.40

-1.39

-0.53

0.46

最小值

-2.66

73.60

73.60

3.33

2.78

2.52

0.00

0.00

0.88

-7.72

-4.61

0.00

最大值

6.91

2415.15

2415.15

6.91

7.17

6.11

0.69

1.10

9.96

0.80

1.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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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明显收缩，止于苏中扬州、浙北湖州一带。
4.2 人口移动的组团结构

运用社区探测方法对长三角人口移动网络的整体结构分析得到，网络的模块度为
0.31，证实了社区结构的存在。长三角共被划分为三个社区（图4），不同颜色的节点代
表城市分属不同的社区，同一社区内的城市往往有着更紧密的联系。社区结构空间分异
明显，以上海和杭州、南京、合肥为中心的社区范围边界分别近似于浙江、江苏、安徽
三省的省界，体现了省级边界对人口流动的屏蔽和对塑造城际移动格局的关键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苏州、杭州三个节点中心度大的城市同属一个社区，这体现了空
间临近、城市发展水平对城际人口流动的影响，即距离相近的区域大城市之间人口流动
频繁，形成地区重要的流动通道。
4.3 人口移动的边界阻碍

区域尺度上，强的人口流动多发生于各省内部，省会城市与省内其他城市的联系紧

表3 人口流动的等级结构
Tab. 3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movement

等级

一级中心

二级中心

三级中心

地方节点

度中心性

＞2000

800~2000

400~800

＜400

标准化度中心性

＞5

2~5

1~2

＜1

城市数量

4个

7个

9个

21个

城市名称

上海、杭州、苏州、南京

嘉兴、无锡、合肥、常州、宁波、绍兴、镇江

扬州、金华、湖州、泰州、南通、芜湖、徐州、滁州、温州

台州、马鞍山、盐城、黄山等其余城市

表4 人口流动的重要通道
Tab. 4 Main intercity connections for population movement

次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城市

上海⇌苏州

杭州⇌嘉兴

上海⇌杭州

上海⇌嘉兴

无锡⇌苏州

杭州⇌绍兴

上海⇌南京

无锡⇌常州

南京⇌苏州

南京⇌镇江

上海⇌无锡

杭州⇌金华

杭州⇌宁波

杭州⇌湖州

苏州⇌嘉兴

南京⇌扬州

南京⇌无锡

南京⇌常州

苏州⇌杭州

南京⇌杭州

人口流动强度

6.908

6.495

6.455

6.159

6.119

5.903

5.750

5.624

5.529

5.520

5.503

5.479

5.426

5.342

5.316

5.304

5.302

5.267

5.177

4.981

次序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城市

上海⇌宁波

常州⇌镇江

苏州⇌常州

上海⇌常州

合肥⇌淮南

上海⇌南通

苏州⇌南通

南京⇌滁州

宁波⇌绍兴

南京⇌合肥

合肥⇌安庆

马鞍山⇌芜湖

合肥⇌芜湖

扬州⇌镇江

南京⇌徐州

宁波⇌舟山

无锡⇌泰州

南京⇌马鞍山

南京⇌淮安

绍兴⇌金华

人口流动强度

4.933

4.926

4.878

4.852

4.834

4.785

4.784

4.781

4.746

4.699

4.661

4.634

4.583

4.573

4.519

4.500

4.483

4.469

4.446

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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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跨省流动较少，省级边界对人口移动
的阻碍作用显著。规模前 40的通道中，15
条是三省省会城市与省内其他城市的联系
通道（表 4）。省会城市在人口流动体系中
具有重要地位，与其他行政等级较低的城
市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在规模前 40
的通道中，跨越省级行政区的仅有 14 条，
且多为省会间的联系及距离较近的跨省联
系，如苏州与嘉兴、南京与杭州等，这证
实了省际边界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
4.4 人口移动的省际差异

省内尺度上，不同省份人口流动体系
差异较大，浙江、江苏两省已经形成了较
成熟的多级人口流动体系，安徽省流动体
系则不完善。其中，浙江省人口流动体系
为以杭州为中心的单中心结构，省内规模
较大的通道有 8 条，以杭州为端点的有 5
条，腹地范围内无其他高等级中心；江苏
省为双中心结构，规模较大的通道中有一
半以上以南京或苏州为端点，即以南京、
苏州为核心，周边有无锡、常州、镇江等
二级中心，与外围地方节点城市共同构成省内等级分明、发展较成熟的人口流动体系；
安徽省流动体系发育程度较低，规模较大的通道仅有4条，除合肥这一唯一的二级吸引
中心之外，其余城市度中心性均较低、属于地方节点。本文发现的省内流动体系与已有
研究结论是相符的[10]。

5 长三角城际日常移动的影响因素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模型（1）为标准的重力模型，与预期相符，常住人口规
模对城际人口迁移规模的影响为正，城市间直线距离的影响为负；模型（2）和模型
（3）为依次引入成本因素、收益因素所得结果，经检验，变量的引入顺序对模型的估计
结果无明显影响。为避免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问题，本文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得到 VIF 值均小于 10，Mean VIF 值为 2.56、不明显大于 1，即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
性。重力模型的拓展模型（表5，模型（3））解释度较大、达84.3%，模型的偏回归如
图5（见第1176页），本文最终以此为基准模型，分析城际人口移动的影响机制。本文结
论与有关城市人口迁移的部分文献结论相符，如人口规模[19]、迁移成本[47]会对人口移动
产生影响。同时有诸多新的发现，如人口移动更容易发生在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而非
大城市间或小城市间，产业结构相近的两个城市更容易相互吸引和联系等。
5.1 抑制城际日常移动的因素

（1）时间和价格成本补充了物理距离所塑造的城际移动模式。经典重力模型中，城
市间直线距离常用于分析距离对经济联系与社会交往等活动的影响，但其对人口移动的
影响因交通运输系统的进步而减小。铁路的发展凸显了时空收缩效应，人口在城市间移

图4 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
Fig. 4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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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时间距离进一步拉近；高铁的开通扩大了一日交流圈，促进城市间社会经济交流。
而铁路不发达的城市间距离则相对扩大，人口移动的机会成本上升、规模下降，因而时
间成本对人口移动具有显著负效应。在对经济成本进行验证时，经济距离对移动有负向
影响，但其在纳入其他变量后因p值过大而被剔除。可能原因是经济距离对不同社会经
济属性的群体影响有所不同，低收入者对成本变化敏感，高收入者受票价影响较小，因
而在涵盖所有群体的数据中未能得到明显的表现。

（2）省内人口移动显著较强，人口移动更易发生在不同文化归属的城市间。在人口
移动的其他距离相同的情况下，与省内移动相比，跨省人口移动较弱。比如，当时间距
离、规模距离、结构距离等相同时，江苏省内部两城市间人口移动与江苏、安徽间的移
动相比，省内移动规模较大。边界效应的存在限制了人口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阻碍了区
域一体化进程。受行政区划的影响，不同省级行政区相对隔离。户籍制度、儿童入学制
度等政策的不一致导致了制度壁垒、使人产生心理屏障，人口移动的无形成本较高。因
而人口流动多集中于同一省级行政区之内，跨行政区的移动数量较少。

对于文化差异，本文实证得到，跨方言区可促进人口日常移动的形成，这与部分已
有研究相悖[11,42,43]。虽然语言相似、血缘或同乡关系较多被认为可提高就业机会和收入，
但一方面，长三角地区外来人口比例较高，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与人脉关系产生冲击；另
一方面，文化的交流、传播及普通话的推广使得方言的重要性下降，人口跨方言区移动
的成本降低。此外，方言与文化的差异给人带来的跨文化交际、知识与信息交换、思想与
观念碰撞可促进创新与灵感的产生，跨方言区移动给个人带来的收益有所增加，并促进
以商务合作、知识信息交流为目的的城际人口移动规模增大。因而人口的移动不再限于
其所在的文化区内部，而是倾向于跨文化区移动，人口移动的网络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
5.2 促进城际日常移动的因素

（1）经济规模与行政等级的差异越大，城市间人口移动越强。规模距离变量是衡量
经济规模、社会经济水平差异大小的指标，即两城市间经济体量差异越大，人口移动越

表5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Tab. 5 Results of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板块

人口规模

物理距离

成本距离

属性距离

常数项

样本量

拟合度

变量设置

起点人口

终点人口

直线距离

时间距离

经济距离

制度距离

等级距离

规模距离

结构距离

教育距离

文化距离

移动规模模型（1）

0.00181***

0.00181***

-2.54800***

13.73000***

1588

0.72000

移动规模模型（2）

0.00171***

0.00171***

-1.58006***

-0.72200***

-0.15700**

13.12000***

1022

0.76200

移动规模模型（3）

0.00126***

0.00126***

-1.58300***

-0.51200***

-1.75900***

0.94700***

0.12600***

-0.16500***

0.09480***

0.28900***

11.15000***

1018

0.84300

注：*、**、*** 分别表示变量在 90%、95% 和 99%置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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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的生产总值差异较大，经济规模大、社会经济水平高的城市就业
机会更加多样化、资本集聚密集、公共服务更为优质，劳动者在城市中更容易得到就业
机会，获取较高的劳动报酬与生活质量。

图5 重力模型的偏回归图
Fig. 5 Partial regression graph of gravit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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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内，高等级城市集聚效应与规模效益较强，行政等级高、政治资源丰
厚，且大城市利好的人才政策会刺激周边小城市的人口移动，因而人口倾向于在高等级
城市与小城市之间进行移动，以从大城市的资源禀赋中受益。同层级大城市间、小城市
间因城市等级相同、政治地位相近，地方政府出于晋升压力而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
劳动力吸引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城市间人口移动较弱。

（2）产业结构的差异会抑制城际移动，教育水平的差异则可促进移动。结构距离变
量是城市二、三产业产值的比值之差，用于衡量产业结构差异大小。对于产业结构相似
的两个城市，为获取合作者、合作企业的资源与经验，企业、个体的城际合作与交流较
多，人口日常移动频繁。另外，产业结构相似的城市往往发展阶段、规划理念相近，人
们为短期商务出行、旅游而跨城市移动所需克服的心理、生活等适应障碍更小，日常移
动更容易发生。产业结构的差异会抑制人口移动与部分已有研究相悖[45,48]，本文的实证发
现，虽然产业结构差异为劳动力移动提供了条件，但其多针对长时间尺度的人口迁移。
而对于短时间内的日常移动来说，产业结构相似的城市间商务合作、学习交流更为频
繁。

人口教育水平差异越大，城市间移动强度越强。人口移动是基于经济效益、个人前
途等角度的考虑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其趋利性贯穿于整个移动过程。在教育水平低的城
市，劳动力市场上高素质人才相对稀缺，外地优质劳动力在该城市具有竞争优势，容易
获得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因而产生移动的动机。而该城市的劳动力可通过前往其他
城市获得新的知识、经验与技能，倾向于向高教育水平的城市移动。

6 结论

人口移动是研究城际相互作用和联系的重要途径，且是刻画区域空间结构的主要形
式。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探讨长三角的城际日常流动可为加
快一体化进程提供重要的科学背景参考。关于城际人口移动的已有研究多关注长时间尺
度的人口迁移，对于短时间尺度的城际日常移动研究较少，而这种移动映射了城际商务
联系、资本流动或休闲旅游等行为，对于探究城际联系和区域空间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已有研究多使用问卷、统计年鉴等传统数据和方法，基于大数据的有关研究较
少。而近年来大数据研究的兴起及数据获取方法的丰富使刻画个体的城际移动模式成为
可能，为深化网络空间关系的解读提供契机。本研究利用长三角微博签到大数据，反演
长三角日常城际人口移动格局，在系统分析潜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重力模型“距
离变量”的反向检验，对长三角城际人口移动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

关于长三角日常城际移动格局，研究发现，按照度中心性大小，人口流动中心可被
划分为4个等级；地区缺乏强势的人口流动中心，上海市未表现出区域首位城市的巨大
优势；强的人口流动多发生于各省内部，跨省流动较少；不同省份人口流动体系差异较
大，浙江、江苏两省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多级人口流动体系，安徽省人口流动体系则
有待完善。通过对影响因素的系统统计检验，研究表明，时间和价格成本补充了物理距
离所塑造的城际移动模式；省内人口移动显著较强，人口移动更易发生在不同文化归属
的城市间；经济规模与行政等级的差异越大，城市间人口移动越强；产业结构的差异会
抑制城际移动，教育水平的差异则可促进移动。

本文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第一，构建人口移动的多级体
系，发挥直辖市与省会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集聚效应、人口吸引与释放作用，加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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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及地方的人口流动体系构建。第二，各级政府应加快城际快速交通网络的建设，强化
高铁等快速交通对人口流动的带动作用，缩短城际移动的时间与成本。第三，鼓励跨文
化、跨方言区的交流交往，打破文化区边界，推动长三角城际间文化互联互通。第四，
弱化省级行政区行政界限对要素流动的限制，弱化区域内各省市之间的户籍制度、医疗
卫生、儿童入学等制度屏障，促进人口自由流动。

日常人口移动所反映的商务合作、资本流动、知识传播、旅游活动等为分析区域空
间组织结构提供了一个视角，对理解区域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用网络科学的视角
重新认识区域日常城际人口移动特征，对人口移动的网络模式进行了解读，对其影响机
制进行了验证。然而，微博签到数据只获取了微博用户的出行特征，对于人口移动的整
体地域网络系统及其形成进行分析，难免存在一定偏误。且不同目的、不同流动时长、
不同人口特征的人口移动影响因素可能存在差异，而微博签到数据无法获取微博用户的
社会经济属性等个体特征，使得本文无法对各种类型的人口移动进行细致地区分。另
外，人口移动是有方向的，本文将其当作无向处理，未分析各个因素会对城市间人口流
向造成的影响。因此，一方面，未来研究需加强对人口移动数据的获取，增强数据所包
含的信息的丰富程度；另一方面，需更加全面地分析和揭示人口移动的网络及其空间结
构形成的内在机理，从多尺度、多体系、多源数据的综合视角研究城际日常人口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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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aily population movement
network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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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tion movement is the main carrier of inter-city factor flow and resource alloca-
tion. It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regional network construction. A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in order to promote inter- city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recognize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er-city
daily mobility within 48 hour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population movement,
based on the Weibo sign-in data. It analyzes the pattern of inter-city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pplying the gravity model to test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perspectives of movement cost and city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study area have multiple cor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cores and their
hinterlands are relatively balanced. In addition, there are three communities in this region, and
Shanghai, Suzhou and Hangzhou belong to the same community. (2) Strong population
movements occur within each province, and population movement systems of the three
provinces are different. Zhejiang and Jiangsu provinces have formed a relatively mature multi-
level population mobility system, while the population mobility system in Anhui Province
needs to be improved. (3) Movement cost and city characteristics complement the inter- city
mobility model shaped by physical distances, and compared with movement cost, city
characteristic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population movement. (4) Compared with the inter-
province movement, population movements within each province are stronger, and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between cities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The great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ities, regarding economic scale and administrative level, the stronger the population
movements between them. Besides, differenc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will inhibit intercity
mobility, while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level can promote mobility. This paper expands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gravity model, analyzes inter-city daily movement mechanism,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as well as
optimizes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population movement.
Keywords: population movement; urban networks; pattern; mechanism; gravity model;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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